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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借助“金税三期”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考察税收征

管加强带来的税负上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税收

征管加强显著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

验中依然成立;该影响对属地税局管理的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和创

新型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减降作用更为明显。 进一步分析发现,税收

征管加强及企业税负提高,通过弱化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抑制技术创

新,降低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本研究为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以加

强税收征管支撑税制改革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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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各种要素(如资本和劳动等)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

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它是综合度量要素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效率指标。
除要素投入量外,TFP 是决定一国经济的发达程度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

(Solow,
 

195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全球金融危

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经济下行压力明显,而 TFP 增速下降,被视为 2008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白重恩和张琼,2015,2017)。 据测

算,1980—2010 年中国 TFP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29%,其后 TFP 对经济增长贡

献逐步下降,2015 年为 8. 56%(陆旸,2016),近年仍处于低位。 从国际比较看,
2009 年以来,我国与美国 TFP 之比基本在 40%左右,2017 年仅为 38. 4%(王一

鸣,2020)。 在此背景下,十九大报告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

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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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既有文献对其进行了广泛研

究。 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测算(Solow,
 

1957;
 

Olley
 

and
 

Pakes,
 

1996;
 

Levinsohn
 

and
 

Petrin,
 

2003;
 

白重恩和张琼,2015;杨浩然,2020)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因

素是两类重要的文献。 关于生产率的决定因素,已有研究从“干中学”和“溢
出”效应(Arrow,

 

1962;程惠芳和陈超,2017)、技术研发(Romer,
 

1990;白重恩和

张琼,2015)、资源配置(Hsieh
 

and
 

Klenow,
 

2009;
 

王启超等,2020)、要素质量

(Che
 

and
 

Zhang,
 

2018;
 

王丽莉,2021)、制度(Hall
 

and
 

Jones,
 

1999;高琳,2021)
等角度进行了探讨。 在影响 TFP 的制度因素中,税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维度。
根据税收原理,差别性地对商品或要素征税,将改变商品或要素的相对价格,造
成税收超额负担(罗森和盖亚,2009)。 由于理论上无超额负担的一次总付税在

现实中不可行,也不存在完全意义上对所有商品和要素征收等比例税收,实践

中的税制都是差别税制。 在税负驱动下,生产要素将会从高税率企业流向低税

率企业,扭曲资源配置,进而降低整体经济的生产率(陈晓光,2013)。 陈晓光

(2013)利用 HK 模型对增值税有效税率差别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进行测算显

示,2000—2007 年全要素生产率损失年均高达 7. 9%;刘柏惠等(2019)的研究

显示,消除增值税多档税率,可以使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约 1. 6%。 有效

增值税税率差异是导致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离散与资源误置的重要原因(蒋为,
2016)。 聂辉华等(2009)、Liu

 

and
 

Mao(2019)的研究显示中国以生产型增值税

转换消费型增值税,促进了固定资产投资,提高了企业素生产率。 而“营改增”
消减对商品的重复征税,有效推动了企业间的分工与协作、设备类固定资产投

资(范子英和彭飞,2017),“营改增”产生的技术创新和分工深化有效提高了企

业生产率(李永友和严岑,2018)。 刘啟仁和黄建忠(2018)研究发现企业税负和

企业间税负不公,都会损害资源配置效率。 郑宝红和张兆国(2018)以 2008 年

新所得税税法的实施为外生事件,发现企业所得税率降低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
现有文献主要从税基、税率等税制要素变化角度出发,研究具体税种对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这为我们理解企业税负变动对企业内在激励提供了重

要参考。 但是,除税基、税率等税制要素外,税收征管同样是税制的重要组成

(乔尔·斯莱姆罗德和克里斯汀·吉里泽尔,2019)。 税收征管影响企业逃避税

成本,对企业的实际税负产生着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张克中等,2020;范子英和

赵仁杰,2020)。 事实上,税收征管将文本上的税制,转换为现实中的税制,确定

了征税的税基、税率、扣除、减免等,进而决定了企业的实际税负。 在税法统一

的情况下,税收征管水平的差异会使相同或类似的企业或经济活动所承担的实

际税负不同,或者说因税收征管导致事实上的差异性税率,从而改变企业技术

创新、资本配置等行为,进而影响到全要素生产率。 2021 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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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中提出:建设

智慧税务,全方位提高税务执法、服务、监管能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 那么,税收征管及其引起的企业税负变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何影

响? 要回答这一问题,如何干净识别税收征管效应成为关键。
 

“金税三期”上线为有效识别税收征管能力提升,探究税收征管的影响提供

了良好的“自然实验”机会。 “金税三期”运用信息和数据技术,有效提升了税

收机关的税收征管能力。 首先,“金税三期”使税务机关能够有效获取企业商

品 / 服务购销信息,并提升税务机关获取银行、海关、社保等第三方信息的能力;
其次,“金税三期”有强大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能帮助税务机关高效识别企

业税收风险;再者,不同于前两期工程主要针对增值税管理,“金税三期”实现了

对所有税种的覆盖,有助于加强企业应缴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各税收的征

管;此外,“金税三期”便利了企业纳税申报,从而有利于提升纳税人税收遵从。
“金税三期”的上线显著增强了政府税收征管水平,减缩了企业税收非遵从,带
来企业税负上升(Xiao

 

and
 

Shao,
 

2020;
 

Li
 

et
 

al. ,
 

2020;
 

张克中等,2020)。 鉴于

此,我们可以利用“金税三期”上线提升税收征管能力,带来的税收实际征收率

整体提高及企业实际税负上升这一外生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法”来识别税收征

管导致的税收激励及企业税负改变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以 2010—2016 年沪深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金税三期”准自然

实验,从税收征管的角度出发,考察税负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研究发现税

收征管加强显著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得到

确认。 异质性分析表明税负对地税局管理、融资约束严重、创新型企业的全要素

生产率减降作用更大。 这一方面表明,在税收征管技术进步,税收征管能力提升、
税收综合征收率提高的背景下,合理降低企业名义税率显得非常重要;更为重要

的是,加强税收征管可以为降低企业名义税率提供空间,并有利于创造公平法治

的营商环境,进而为以税收征管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逻辑提供合理解释。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包括:

 

其一,有别于以往从税基、税
率等单一税制要素变化来检验税负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本文从税收征管角度

出发,研究税负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此外,本文以“金税三期”上线为

外生政策冲击,能有效解决税收负担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中可能存在

的内生性问题。 其二,本文发现税收征管加强及企业税负提高,通过弱化企业

资本配置效率、抑制技术创新,降低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丰富了税收激励效

应生成机制的研究。
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 1 部分介绍制度背景与理论机制;

 

第 2 部

分阐述本文的研究设计;
 

第 3 部分展示实证发现;
 

第 4 部分为拓展性分析;
 

最

后是本文的结论与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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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1.1　 制度背景

　 　 “金税工程”开始于 1994 年,是国家电子政务“十二金”中税收管理信息系

统工程的总称,先后经历了金税一期、金税二期和金税三期。 1994 年上半年到

2001 年上半年,一期和二期建设阶段建成了“增值税发票防伪税控”、“增值税

交叉稽核”等关键业务系统,覆盖国税系统的增值税发票管理工作。 2002 年中

办和国办联合发布《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意见》,开
始建设“金税三期”工程。

“金税三期”采取分批试点、逐步推行的方式实现了税务部门的全国联网,
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税收平台。 “金税三期”具体实施分为三个阶段(见图 1):试
点阶段,2009—2014 年底,“金税三期”在 6 个试点省、直辖市全部成功上线运

行;全面推广阶段,2015—2016 年,“金税三期”先后在 30 个省、自治区、市正式

上线运行,2016 年底实现全国范围内全覆盖;2017 年开始进入持续完善阶段

(国家税务总局网信办,2016)。 相比前两期工程而言,“金税三期”构建了“一
个平台、两级处理、三个覆盖、四个系统”,实现了税收征管的跨越:其一,“金税

三期”通过构建统一的信息平台,实现了所有税种的全覆盖,国地税信息、有关

部门联网、不同省区信息互通,使税务局全面和便利获得征税相关信息的能力

大幅提升,缓解了征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其二,“金税三期”通过数据自动验

证、匹配比对和分析,提高了税务机关识别税收风险的精准性、稽查的效率和有

效性;其三,“金税三期”便利了纳税人纳税申报、发票领用及税收优惠申请,降
低了税收合规成本。 总体而言,“金税三期”利用互联网技术,提高了税收征管

能力,有效降低逃漏税的可能性,使企业的实际税负上升(吉赟和王贞,2019)。

图 1　 “金税三期”实施进程

1.2　 理论分析

正如前文所示,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很多,如技术、要素质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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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配置等。 税收征管引致的企业税负变化可能通过影响企业研发、要素供给和

资源配置等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1.2.1　 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是企业创新的原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引擎(Stokey,
 

1995)。 企业

税收负担增加,会减少企业的留存收益和现金流,减弱企业内源融资能力。 当

企业资金不足时,融资约束将抑制企业在技术创新上的资金投入,会抑制技术

效率的提升(陈海强等,2015),在融资约束下的企业更加倾向将资金投入到收

益快的领域中,企业创新因得不到足够投入而无法有效提升(解维敏和方红星,
2011)。 经验研究总体上都支持企业税负上升会抑制企业研发创新,减税降费

有利于激发企业创新(李林木和汪冲,2017;刘行和赵健宇,2019;刘诗源等,
2020)。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金税三期”上线后,政府税收征管能力提

升,企业逃避税减少,税收征收率上升,企业税负上升,企业从事研发的资金减

少、风险承担能力下降,企业研发投入和产出下降(Mukherjee
 

et
 

al. ,
 

2017;吉赟

和王贞,2019),企业研发投入的减缩将不利于企业生产率提高。

1.2.2　 人力资本

对于企业而言,提升技术效率主要靠的是各要素间协调性的加强。 企业劳

动力对先进技术的掌握能力、熟练程度和运用能力,以及管理人员的管理治理

水平等,这些都是技术效率的决定性因素,能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李平,
2016)。 人力资本在提高生产率和长期增长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发展中国

家企业生产率较之发达国家企业生产率低的重要原因在于缺乏高技术的劳动

力,发展中国家的低技能劳动力与主要在发达国家发明并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

赋相适应的前沿技术之间的不匹配(Acemoglu,
 

1998;
 

Acemoglu
 

and
 

Zilibotti,
 

2001)。 Che
 

and
 

Zhang(2018)对中国的经验研究表明,人力资本通过增进技术

吸收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税收征管加强带来企业税负上升,企业会通过

减少工薪、福利方式将所承担的税费会转嫁给员工,降低企业人力资本投入(王
娜等,2013),从而对企业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

1.2.3　 资本配置效率

税收作为企业收入或利润的“强制分享”,税负增加会导致企业实施低效率

投资,进而降低资本配置效率,使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聂辉华和贾瑞雪

(2011)、杨振和陈甬军(2013)发现资源配置扭曲带来了显著的全要素生产率损

失。 在税负驱动下,生产要素将会从高税率企业流向低税率企业,扭曲资源配

置,进而降低整体经济的生产率(陈晓光,2013)。 税收负担对企业会产生运营

阻滞效应和投资选择效应,影响企业资源配置,税负提高会导致企业产能利用

率下降(李建军等,2019)。 税负增加时,企业会抬升加成率进行税负转嫁,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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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偏离最优水平(刘啟仁和黄建忠,2018)。 但是,理论上也

可能存在另一种情况,征税会减少企业单位产品税后利润、降低企业投资和生

产的边际利润,这可能迫使企业将有限的资金资源投入边际收益更高的项目,
减少无效低效投资,从而有利于资源配置优化而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

影响。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金税三期”上线提高了税收征管能力,企业税收征

收率及税负的上升,将改变企业资源配置,进而影响企业生产率。
由以上分析可知,“金税三期”实施,税收征管能力提高及企业税负上升,可

能通过“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资本配置效率”路径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前两者会降低企业生产率,后者的作用方向并不明确,税收征管加强对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最终变化方向需要通过实证分析来探究。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与样本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样本考察期为 2010—2016 年。 为

保证样本的稳定性和有效性,进行如下处理:踢除 ST 和∗ST 公司;踢除存在缺

失样本;踢除金融及保险行业的上市公司;为避免奇异值的影响,对主要连续变

量进行 1%的双边缩尾处理。 数据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和 WIND 数据库,宏观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通过筛选最终获得 2349 家上市公司共 11093 个样本。

2.2　 变量定义和数据描述

2.2.1　 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

　 　 Olley
 

and
 

Pakes(1996)与 Levinsohn
 

and
 

Petrin(2003)提出的 OP 方法和 LP
方法是测度全要素生产率的常用方法(邵宜航等,2013)。 考虑到 OP 方法采用

“企业投资”作为代理变量,因此企业真实投资额必须均大于 0,这将导致无法

对投资额为零的企业进行估计,从而造成在分析过程中损失较多样本的后果,
而 LP 方法在 OP 方法的基础上通过替换变量,采用“中间投入”作为代理变量,
使样本损失问题得以解决。 所以,本文选择 LP 方法来测量样本的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 Blundell
 

and
 

Bond(1998)的动态面板工具变量法(GMM),能够有效地

解决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估计回归中的内生性问题。 为此,本文又选择 OP、GMM
法测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金税三期”虚拟变量(gtax),用以刻画税收负担增

加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当 i 公司所在地区上线“金税三期”后,gtax 赋

值为 1,否则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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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了一系列的企业特征变量,具体包括企业规模( size)、资产负债率

( lev)、盈利能力( roa)、固定资产比率( fixs)、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block)、企业

现金流(cash)、企业性质( soe)、劳动密集度( labor)。 同时,为了有效捕捉区域

经济社会因素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还控制了企业所在省份财政自

给率 ( fiscal)、 地区生产总值对数 ( lnGDP )、 省 份 第 二 产 业 增 加 值 比 重

(proportion),各变量定义见表 1,描述性统计见表 2。

表 1　 变量定义

定义 符号 描述

被解释变量

全要素生产率 1 tfp_lp 采用 LP 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 2 tfp_op 采用 OP 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 3 tfp_gmm 采用 GMM 估计法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

解释变量 金税三期虚拟变量 gtax
当 i 公司所在地区上线“金税三期”后,gtax 赋

值为 1,反之为 0

企业层面控

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滞后一期

资产负债率 lev 总负债 / 期初总资产滞后一期

盈利能力 roa 净利润 / 期初总资产滞后一期

固定资产比率 fixs 固定资产净额 / 资产合计滞后一期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block
第一大股东持股份额 / 企业发行在外的全部股

份额滞后一期

企业现金流 cash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总资产滞后一期

企业性质 soe 如果是国有企业,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劳动密集度 labor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 营业总收

入滞后一期

省份层面控

制变量

省份财政自给率 fiscal 一般预算内收入 / 一般预算内支出

省份地区生产总值对数 lnGDP 地区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

省份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 proportion 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 / 省级生产总值

2.3　 识别策略与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金税三期”实施及税收征管水平提高对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模型如下:
tfpijt = β0 +β1gtaxijt +β3controlijt -1 + μi +λ t +εijt (1)

其中,tfpijt 表示地区 j 的企业 i 在 t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主回归中采用 LP 方法

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_lp)。 gtax 是金税三期工程虚拟变量,当 i 公司所在

地上线“金税三期”后,gtax 赋值为 1,否则为 0。 系数 β1 即本文所关心的“金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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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实施及税收征管水平变动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估计结果。
controlijt-1 是滞后一期的控制变量向量,包括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
固定资产比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企业现金流、企业性质、劳动密集度、省份

财政自给率、省份地区生产总值对数、省份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 λ t 为年份固

定效应,
 

μi 企业固定效应。 εijt 为随机误差项。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fp_lp 11093 11. 917 1. 107 5. 244 16. 577

tfp_op 11093 12. 702 0. 945 6. 14 17. 396

tfp_gmm 11093 6. 569 0. 926 2. 11 11. 49

gtax 11093 0. 231 0. 422 0 1

size 11093 8. 226 1. 305 4. 555 14. 693

lev 11093 0. 436 0. 214 0. 007 1. 097

roa 11093 0. 045 0. 05 -0. 451 0. 59

fixs 11093 . 237 . 174 0 . 971

block 11093 0. 373 0. 155 0. 022 0. 9

cash 11093 0. 185 0. 151 -0. 165 0. 972

soe 11093 0. 476 0. 499 0 1

labor 11093 0. 113 0. 118 0 8. 838

fiscal 10856 0. 682 0. 191 0. 148 0. 931

lnGDP 11093 10. 2 0. 699 7. 042 11. 316

proportion 10856 0. 046 0. 012 0. 018 0. 074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基准回归

　 　 表 3 报告了“金税三期”上线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回归结果。 其中,
第(1)列控制了年份和企业固定效应,企业个体特征变量,我们关注的政策变量

gtax 的系数显著为负。 为了有效捕捉区域经济社会因素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的影响,第(2)列在第(1)列基础上中又加入了企业所在地区的财政自给率、地
区生产总值和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此时 gtax 的系数依旧显著为负,其绝对值

较第(1)列回归系数有所下降。 回归结果的经济含义是,“金税三期”实施使税

收征管加强,显著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相比“金税三期”未实施地区的企业,
受“金税三期”实施影响的企业,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降低约 0. 21 个百分点。

本文借助“金税三期”这一外生性的准自然实验,识别税收征管加强带来的

税负上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因此,有必要对本文识别策略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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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金税三期”实施使企业实际税负上升进行检验,表 3 第(3)、(4)列以企

业所得税实际税率(ETR)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金税三期”实施确实

提高了企业税负,印证了本文的逻辑基础,同时这一结果与张克中等(2020)、Li
 

et
 

al. (2020)和 Xiao
 

and
 

Shao(2020)的研究结论一致。

表 3　 基本回归结果

(1) (2) (3) (4)

tfp_lp tfp_lp ETR ETR

gtax
-0. 035∗∗∗ -0. 025∗∗ 0. 003∗∗ 0. 003∗∗

(0. 013) (0. 012) (0. 001) (0. 001)

size
0. 392∗∗∗ 0. 395∗∗∗ -0. 027∗∗∗ -0. 027∗∗∗

(0. 026) (0. 026) (0. 001) (0. 001)

lev
0. 594∗∗∗ 0. 590∗∗∗ -0. 022∗∗∗ -0. 021∗∗∗

(0. 068) (0. 068) (0. 005) (0. 005)

roa
1. 469∗∗∗ 1. 461∗∗∗ -0. 049∗∗∗ -0. 048∗∗∗

(0. 149) (0. 150) (0. 011) (0. 011)

fixs
-0. 098 -0. 109∗ -0. 008 -0. 009∗

(0. 064) (0. 064) (0. 005) (0. 005)

cash
-0. 101∗∗ -0. 101∗∗ 0. 005 0. 006

(0. 050) (0. 051) (0. 004) (0. 004)

block
-0. 049 -0. 064 -0. 017∗∗ -0. 020∗∗∗

(0. 114) (0. 117) (0. 008) (0. 008)

soe
-0. 072 -0. 101∗∗ 0. 017∗∗∗ 0. 015∗∗∗

(0. 049) (0. 043) (0. 004) (0. 004)

labor
-0. 699∗∗∗ -0. 684∗∗∗ 0. 116∗∗∗ 0. 115∗∗∗

(0. 190) (0. 182) (0. 010) (0. 010)

fiscal
-0. 002 0. 007

(0. 143) (0. 013)

lnGDP
0. 108 -0. 004

(0. 155) (0. 012)

proportion
5. 186 -0. 232

(3. 409) (0. 215)

_cons
8. 555∗∗∗ 7. 211∗∗∗ 0. 249∗∗∗ 0. 296∗∗∗

(0. 226) (1. 517) (0. 012) (0. 112)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10889 10657 10253 10056

R2 0. 939 0. 940 0. 847 0. 839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0. 1,
 ∗∗p<0. 05,

 ∗∗∗p<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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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动态效果分析

双重差分法有效的前提是处理组与控制组在受到政策冲击之前具有平行

趋势。 为了验证平行趋势假设,参考 Beck
 

et
 

al. (2010)的方法引入一系列哑变

量来检验政策的动态效应,构建模型如下:

tfpit = β0 + ∑
3

j≤-4
β jevent j + αcontrolit -1 + μi +λ t +εit (2)

其中,event j 表示政策实施的相对年份,例如在“金税三期”上线当年变量event0,
企业所在地税务局“金税三期”上线当年赋值为 1,其他赋值 0;“金税三期”

 

上

线后一年变量event1,企业所在地税务局“金税三期”上线后一年赋值为 1,其他

赋值 0,以此类推;以“金税三期”
 

上线前年变量event-1 为基准年,其他变量定义

与回归模型(1)相同。 图 2 绘制了 β j 的估计结果和 90%置信区间。 可以看出,
“金税三期”上线前的交乘项系数都不显著异于 0,而在“金税三期”上线当年及

以后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符合平行趋势假设。

图 2　 政策动态效应

说明:上下虚线为 90%的置信区间线。

此外,动态效应结果也表明税收征管带来的税负上升抑制了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这一结果不受遗漏变量和互为因果的影响。 因为,在理论上,如果表 3 呈

现的结论是由遗漏变量引致,那么受“金税三期”上线影响的企业,其生产率应

是持续降低的,不会受所在地区税务局是否使用“金税三期”的影响;同时如果

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会影响地区是否及何时采用金税三期,那么采用“金税三期”
地区所辖企业和没有采用“金税三期”地区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将会在“金税三

期”上线之前就应表现出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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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稳健性检验

3.3.1　 替换全要素生产率的衡量

　 　 本文回归结果还可能受到指标衡量方式的影响。 本文在基准回归中选择

LP 方法测度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里我们替换全要素生产率的衡量方式,使用

OP、GMM 方法测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重新进行回归。 表 4 报告了替换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表 4 与表 3 结果基本一致,这说明改变被

解释变量全要素生产率的衡量方法并不会影响本文的结论。

表 4　 替换全要素生产率的衡量方式

(1) (2)

tfp_op tfp_gmm

gtax
-0. 033∗∗ -0. 037∗∗

(0. 014) (0. 015)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数 10889 10889

R2 0. 905 0. 882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0. 1,
 ∗∗p<0. 05,

 ∗∗∗p<0. 01。

3.3.2　 构建连续双重差分模型

“金税三期”采取了分批试点的方式逐步推广,全国各地区上线时间不尽相

同。 为了更加精确地评估政策效果,本文将各地区“金税三期”具体启动时间精

确到月份。 借助李艳等(2020)构造指标 gtax1:当某地区在年度的第 n 月上线

系统时,以(12-n+1) / 12 表示年度内受政策影响的时间。 指标 gtax1 的优点在

于,能够刻画出金税三期在同年度不同月份上线对企业的效果差异。 结果见

表 5 中第(1)列,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3.3.3　 剔除营改增政策影响

“金税三期”逐步推行期间,正值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同期推行

的其他税收改革政策也会影响企业税负,进而混淆由税收征管引起企业税负的

变化。 “营改增”自 2012 年起开始试点推行,到 2016 年 5 月 1 日全面实施,截
至 2017 年年底,营改增累计减税近 2 万亿元①。 为缓解“营改增”政策对基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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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果的干扰,进行如下处理:其一,将受“营改增”政策影响较大的服务业企业

从样本企业中踢除。 结果见表 5 中第(2)列,“金税三期”政策变量的系数显著

为负。 其二,考虑到虽然“营改增”针对服务业企业,但由于增值税具有转嫁性、
通过抵扣环节的传导(乔睿蕾和陈良华,2017),“营改增”同样可能会作用于非

服务业企业,单纯剔除服务业样本难以完全排除“营改增”的影响。 基于“营改

增”的减税效果最终会体现在增值税、营业税两大税负上 (范子英和彭飞,
2017),本文进一步控制了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的总体税负(vbt),参考许伟和

陈斌开(2016)的做法,增值税和营业税税负 vbt =[(支付的各种税费-应交消费

税-所得税-(应交税费期初值-应交税费期末值)+(应交增值税费期初值-应交

增值税期末值)] / 营业收入。 结果见表 5 中第(3)列,表明在剔除“营改增”政
策干扰后,回归结果依然显著,支持了本文研究结论。

表 5　 稳健性检验

(1) (2) (3)

连续双重差分

模型

剔除受到影响

较大的服务业

控制企业增值税、
营业税的总体税负

gtax
-0. 032∗∗

(0. 016)

gtax
-0. 034∗∗∗ -0. 025∗∗

(0. 012) (0. 012)

vbt
-0. 127∗∗∗

(0. 04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数 10889 7862 10657

R2 0. 939 0. 952 0. 943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p<0. 1,
 ∗∗p<0. 05,

 ∗∗∗p<0. 01。

3.3.4　 不同的模型设定

参考
 

Jia
 

et
 

al. (2020)我们将控制变量与时间趋势的三阶多项函数分别交

乘,以考虑控制变量的时变效应;“金税三期”是分地区、分阶段逐步推开的,不
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政策环境等因素可能会导致地区间的税负差异,为此

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行业与时间的交乘项、省份与时间的交乘项,
以控制随着时间动态调整的行业和城市特征。 表 6 的结果显示,并非时间趋

势、区域性或者行业性政策变动导致本文的结果,文章核心结论依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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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剔除区域性及行业性政策影响

(1) (2) (3) (3)

tfp_lp tfp_lp tfp_lp tfp_lp

gtax
-0. 032∗∗∗ -0. 029∗∗ -0. 056∗∗ -0. 053∗∗

(0. 012) (0. 013) (0. 024) (0. 02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T
 

是

控制变量∗T2 是

控制变量∗T3 是

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省份∗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样本数 11093 10885 10889 10885

R2 0. 224 0. 941 0. 940 0. 942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0. 1,
 ∗∗p<0. 05,

 ∗∗∗p<0. 01。

3.3.5　 安慰剂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本文结果是否由其他一些不可观察的因素驱动,借鉴 Cai
 

et
 

al. (2016)的做法,随机分配“金税三期”上线的年份与地区,设置虚构的 gtax
政策变量,基于式(1)重复回归 500 次,进行安慰剂检验。 如图 3 所示,虚构的

“金税三期”实施变量 gtax 的回归系数都在零附近,这表明本文构造的虚拟政策

效应并不存在,本文的估计结果并不是随机性、偶然性因素所致。

图 3　 安慰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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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拓展性分析

4.1　 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对于税收征管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从

资本配置效率、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三方面展开检验。
(1)

 

资本配置效率。 理论上,企业投资水平与其投资机会是否匹配是决定

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关键因素,而投资对投资机会的敏感程度能够较清晰地刻

画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高低(钱雪松等,2018)。 因此本文借鉴任胜钢等(2019)
的识别方法,采用投资对投资机会敏感程度模型,检验税收负担是否通过资本

配置效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
investijt = β0 +β1gtaxijt ×roaijt -1 +β2gtaxijt +β3roaijt -1 +β4controlijt -1 + μi +λ t +εijt

(3)
其中,invest 为企业投资水平。 采用曹春方(2013)的做法,企业投资水平等于公

司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的增加额与当年折旧、减值准备之和除以期初总资产。
roa 为企业资产收益率,用于衡量企业投资机会,所需的其他变量见方程(1)。
主要观察gtaxijt ×roaijt-1 的系数 β1,如果 β1 系数显著为负,表示税负增加降低了

企业投资对投资机会的敏感程度,这意味着税负增加导致企业投资效率下降;
反之,如果 β1 系数显著为正,则表示税负增加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 表 7 第

(1)列的实证结果表明,税收征管加强带来的税负上升在统计学意义上减弱了

企业投资对投资机会的敏感程度。

表 7　 机制分析

(1) (2) (3)

invest R&D HC

gtax∗roa
-0. 136∗∗∗

(0. 046)

gtax
0. 014∗∗∗ -0. 001∗∗ -0. 234

(0. 005) (0. 000) (0. 14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数 10889 6982 10889

R2 0. 759 0. 872 0. 099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0. 1,
 ∗∗p<0. 05,

 ∗∗∗p<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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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进步。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离不开企业技术进步,研发投入是企

业技术进步的重要驱动因素。 企业负担可能通过技术创新影响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为了检验这一传导机制是否成立,参照袁建国等(2015)构建研发投入指

标,R&D =研发投入金额 / 总资产。 表 7 第(2)列检验了税负对技术创新的影

响,结果显示,“金税三期”实施及征管加强、企业税负提高会抑制企业创新,这
与吉赟和王贞(2019)研究结果一致。 这说明税负会通过技术创新这一路径影

响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3)

 

人力资本。 提升技术效率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其主要依

靠各要素间协调性的加强。 而企业技术效率的提升又依赖于人力资本,人力资

本投入的变动能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李平,2016)。 参考郑宝红和张兆国

(2018)构建的人力资本投入指标,HC = 支付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 在职

员工数。 表 7 第(3)列报告了税收征管加强对企业人力资本投入的影响,gtax
系数为负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这意味着人力资本投入并非“金税三期”实施及税

收征管加强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机制。

4.2　 异质性分析

4.2.1　 征管机构差异

　 　 理论来说,地税机关相较于国税机关更易放松税收征管(谢贞发和范子英,
2015;李明等,2018),以便在地区间竞争中更好地吸引资本流入。 “金税三期”
运用信息技术方法,对应缴税款进行对比分析和交叉稽核,通过技术降低税收

稽征的人为因素,一定程度上实现“技术替代人”,降低税收征管中人为的弹性

或操作空间,提高税收征管的客观性和征管能力。 由此,本文预期,“金税三期”
采用先进信息监管技术,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在由地税局管理的企业中影响更

大。 关于企业所得税征管机构,2002 年 1 月 1 日之前成立企业主要是按隶属关

系确定其税收征管机关,国地税局分别负责中央和地方企业的所得税征管;
2002 年 1 月 1 日到 2008 年 12 月 31 日新注册企业的所得税都由国税局征管;
2009 年 1 月 1 日后,新增的缴纳增值税的企业和缴纳营业税的企业,其企业所

得税分别由国税局和地税局管理;2012 年至 2016 年营改增期间,企业所得税征

管机构不变①。 本文以企业成立时间和是否属于“央企上市公司”为划分标准,
将整体样本分为分属国税、地税征管两类。 从表 8 不难发现,受“金税三期”影
响更大的是地税机关征收管理的企业,这与我们的理论预期一致。

181

① 《国务院关于印发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01〕37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

整新增企业所得税征管范围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8〕120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国家税务局、地
方税务局互相委托代征税收的通知》(税总发〔2015〕15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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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征管机构差异

(1) (2)

国税 地税

gtax
-0. 023 -0. 038∗∗

(0. 021) (0. 015)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数 2460 8409

R2 0. 963 0. 933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0. 1,
 ∗∗p<0. 05,

 ∗∗∗p<0. 01。

4.2.2　 企业融资约束

企业面临融资约束过强意味着企业技术创新的资金相对不足,从而抑制技

术效率的提升(解维敏和方红星,2011;陈海强等,2015)。 同时,当企业面临资

金约束与较大的不确定性时,企业可能更有动机通过创新提高生产率来获得更

大的收益(Li,2011)。 为检验税收征管及企业税负对企业生产率影响在不同融

资约束企业间的差异,引入融资约束与 gtax 的交乘项进行检验。 融资约束采用

Hadlock
 

and
 

Pierce(2010)构建的 SA 指数,这一构建方法在中国被广泛使用(孙
雪娇等,2019),SA = | -0. 737×size+0. 043×size2 -0. 04×age | ,值越大说明企业受

到的融资约束越严重。 结果见表 9 第(1)列,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企业面临

的融资约束越强,“金税三期”实施带来的税负上升对企业生产率的削弱效应

越大。

表 9　 异质性分析

(1) (2)

tfp_lp tfp_lp

gtax_SA
-0. 008∗∗

(0. 003)

gtax_inno
-0. 051∗∗∗

(0. 013)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数 10889 10889

R2 0. 939 0. 939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0. 1,
 ∗∗p<0. 05,

 ∗∗∗p<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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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企业创新行为

企业的创新行为具有高融资成本和高调整成本两种特征(Hall,2002)。 高

外部融资成本要求企业具备充足的内部资金,高调整成本要求企业具有持续

性,因而创新型企业将会面临更多的财务压力。 理论上讲,创新型企业活动所

需的研发资金在税收征管产生的税负冲击后将显著受到挤压。 由此,本文预期

税收征管加强造成的税负增加对创新型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抑制作用更为明

显。 因此,将所有样本划分为创新型和非创新型两种行业类型。 具体来说,采
用吉赟和王贞(2019)的做法,当专利申请及专利授权总数与所有企业加总数之

比大于 90%时,则将此类企业所属行业设定为创新性行业,否则为非创新型行

业。 设置创新型行业类型变量 inno,将属于创新型行业的企业赋值为 1,非创新

型行业的企业赋值为 0。 在回归式中加入 inno 与 gtax 的交乘项,由表 9 第(2)
列可知,创新型企业相较于非创新型企业,其生产率受税收征管及税收负担的

抑制效应更为显著。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借助“金税三期”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分析税收征管产生的税负变化

对体现高质量发展重要维度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税收征管加

强、税负上升,显著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效应对属地税局管理、融资

约束严重、创新型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税收征管加

强及企业税负提高会通过抑制技术创新、弱化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进而引起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降低。 本文的分析结论蕴含着重要政策含义。
第一,加强税收征管是减少税收流失、保障税收收入、增强财政可持续、维

护税收公平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 为此,应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推进税收技

术变革,建设智慧税务,发挥网络信息和数字技术在治税中的关键作用,通过深

入推进“金税工程”建设和电子发票等,加强各数据生产部门涉税数据互联共

享,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实现精准监管和执法,优质

高效智能服务,提高征管效率、降低征纳成本。
第二,由于企业税收负担会通过技术创新和资本配置效率这两条途径,对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 这意味着,为提高企业生产率,推进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要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精准设计和实施促进研发和技术创新的税收政

策体系;另一方面,在税制建设和税收设计中,应坚持税收中性、降低税负,减少

差别性税收措施、税收超额负担及税制设计可能对资源配置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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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加强税收征管与税制改革具有统一性,降低法定税率等税制改革应

以税收征管为支撑。 “税收征管即税收政策”,税收征管将文本的税制转换为实

际的税制,没有高效的税收征管,理论上再精巧美好的税制设计,其实际效果将

大打折扣,良好的税收征管是成功税制改革的关键。 同时,有效的税收征管可

为降低企业名义税率提供空间。 通过税收征管制度改革、技术变革,提高税收

征管效率和征收率,有助于在保障税收收入的情况下,降低法定或名义税率,降
低合规纳税人的实际税负,营造公平法治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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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
 

Enforcement,
 

Enterprise
 

Tax
 

Burden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the
 

Golden
 

Tax
 

Project
 

Ⅲ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Jianjun
 

Li　 Bingjie
 

Wang

(School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Based
 

on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the
 

“Golden
 

Tax
 

Project
 

III”,
 

the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rising
 

tax
 

burden
 

brought
 

by
 

the
 

strengthening
 

of
 

tax
 

enforcement
 

on
 

enterprise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 TFP ) .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tricter
 

tax
 

enforcement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TFP
 

of
 

enterprises
 

especially
 

for
 

those
 

managed
 

by
 

local
 

tax
 

authorities,
 

serious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innovative
 

enterprises,
 

which
 

still
 

holds
 

after
 

numerous
 

robustness
 

tests.
 

Further
 

analyses
 

imply
 

that
 

stricter
 

tax
 

enforcement
 

and
 

the
 

increase
 

of
 

tax
 

burden
 

reduce
 

the
 

TFP
 

of
 

enterprises
 

by
 

weakening
 

the
 

efficiency
 

of
 

capital
 

alloc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study
 

thus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ax
 

enforcement
 

to
 

suppor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ith
 

stricter
 

tax
 

enforcement.

J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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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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